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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性侵害案件㆗的專家證㆟與兒童作證 

陳 慧 ㊛ • 林 明 傑  

壹、前言 

去年發生在台北縣的顏小妹妹的性侵

害案件不起訴乙事，經由媒體的報導而引

起社會大眾的紛紛議論，以及社工界的關

注與回應。若以該事件作為教材的話，其

實有很多可以討論的議題，如果是從法律

層面來看，包括：當舉報孩子遭受性侵害，

是否就等於實際遭受性侵害？不起訴是否

就等於無罪？而起訴了是否就等於有罪？

無罪是否就等於性侵害事件未曾發生？有

罪是否就等於發生性侵害？以上這幾個問

題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在實務上卻有很多

的爭議與討論。兒童在性侵害案件中的證

詞是否可以被採信？作為助人的專業者在

這類案件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專家證

人對於性侵害案件可以提供怎樣的意見？

而社會工作在這類的案件中應如何展現其

專業的角色與功能？這些都是需要加以探

討的議題。 
因此，本文擬以美國在兒童性侵害案

件中（以下所稱兒童性侵害是指未滿 18 歲

的兒童及少年所遭受的性侵害）之專家證

人與兒童當事人作證的文獻與經驗作為參

考，首先由探討在法庭上如何呈現科學證

據的一些概念、專家證人的角色與作證、

並進一步討論兒童作證的爭議與可信度，

最後提出幾項對於台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

的啟示與建議。 

貳、科㈻證據的呈現 

一般而言，如何在法庭上呈現具有科

學性的證據以為法官判決的參考，是舉證

過程中相當重要的部分。Horowitz, Willging, 
& Bordens（1998）指出DNA（Deoxyribonucleic 
Acid，去氧核糖核酸）檢測、測謊器（The 
polygraph）、統計上的機率、臨床學家等四

個主題之研究是相當值得探討的，這些都

是在提供科學證據上的可行方向。像是在

性侵害案件中，以 DNA 檢測殘留於受害當

事人身上的任何體液與毛髮的證據；而在

筆者協助性侵害受害當事人的經驗中，也

有因偵辦的檢察官認為證據不夠充分，擔

心是兩造之間的誣告，為求慎重起見而考

慮當事人接受測謊；以及如精神科醫師、

心理師、或是社工師之專業的評估意見或

報告等，也都有可能是提供舉證的來源之

一。 
而在美國對於法庭中之科學證據呈現

的歷史中，最重要的判例為 Frye v. United 
States（1923）及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1993），以下分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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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二個判例對於爾後科學證據的採認準

則的建立，同時它也對於性侵害案件中的

專家作證提供一個依循的指標。 

一、佛瑞判例－Frye v. United States
（1923） 

佛瑞案是第一個決定科學證據之許容

性應與其他的證據不同的案例。 James 
Alphonzo Frye 被控二級謀殺罪，專家對

Frye 所做的測謊結果顯示其並未說謊，辯

方律師認為專家對該案件相關領域具有專

門之訓練與經驗，而未受訓練或無經驗之

一般人是不太可能做出正確之判斷，因此

當某類非普通知識或經驗可判斷之案件

時，專家之意見應具證據能力。因此辯方

律師要求在該領域之專家來作為專家證

人，以檢驗其測謊結果，但是遭到駁回。

最高法院認為測謊在相關的科學社群中，

並未達到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因而不允許

測謊證據之容許性。當時，測謊結果尚未

為科學界所普遍認同，因此該案之測謊結

果不具證據能力。 
因此，佛瑞判決提出 Frye Test，又被

稱為「普遍接受」檢驗（"general acceptance" 
test），其包括兩個判斷步驟：首先，該專

家必須被認定為具備與該案件所涉及相關

的專業領域；其次，該專家必須為同專業

領域的其他專家所普遍接受者（Maston, 
1999），依此建立了專家意見之作為證據的

準則。 

二、道柏判例－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1993） 

道道道道道道道與道道道的道道  

道柏案為一民事侵權行為的訴訟。原

告 Jason Daubert 與 Eric Schuler 二人控告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藥品公

司，因其母親在懷孕期間服用該藥廠所製

造的 Bendectin 藥物以治療嘔吐，以致其出

生時即缺少手臂。此案例之受爭議的地方

在於原告所提之證據是引用流行病學之次

級資料而來，也就是其所引用的證據是先

前論文期刊中所得之結果，再加以分析以

用來支持原告的主張。審判法院發現原告

所提供的證據並不充分，第一，法院認為

已發行的流行病學的研究論文中，並未包

含有證明Bendectin藥物與新生兒先天缺陷

之統計學上的顯著關係；第二，雖然原告

意圖將既有之流行病學資料顯示其與藥物

致缺陷之間具統計之顯著，但是其並未充

分滿足其所提出之流行病學統計上的顯著

差異之證據的討論責任。因此，該案法院

之陪審團認為「Bendection 或許導致被告之

傷害」，但因該證據並不符合其所屬專業社

群中被普遍接受的程度，因而作出被告無

罪之判決。 
道柏判例作出科學方法學的使用是否

有效、研究是否可應用於審判上的議題、

其他的研究是否支持該專家之研究的判斷

（Penrod, Fulero, & Cutler, 1995），希望能

將不好的科學加以剔除，並留存下好的科

學（Tomkins, 1995）。 
Frye Test 因強調「普遍接受」不適用

於日新月異的專業技術發展，甚至會妨礙

採用新近的技術或觀點於鑑定工作上。因

此，在道柏判例之後，1993 年 6 月美國最

高法院以聯邦證據法則（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FRE）取代 Frye Test，法院不再

以該學科專家之一致性意見為依據

（Tomkins, 1995），最高法院定訂出專家證

據被考量的五項指導原則，由各該法院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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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其是否接受科學證據，而這五個原則中

並沒有一項是專斷性的： 
科學技術是能被測試驗的。 
該科學或技術曾為專業同儕所審查

而發表或出版。 
其可信度有已知或潛在的誤差率。 
控制該項技術的操作方式有其現存

的標準程序。 
在該科學社群中，該技術有其被接

受之程度。 
道道道道道專家作證道道道道  

道柏判例的確放寬了科學證據之可用

標準，但是對法官的改變並不大。在該判

例之後，法官對專家證人與目擊證人仍存

有部分保留態度，其考慮的因素包括有：

有些法官認為目擊證人之效度研究仍未

成熟。法院深信兩造之交互對質會很有

用。法官也可能認為只要告誡目擊證人

好好想一想即可。法院認為專家證人之

解釋可能會混淆陪審員（Penrod, et. al., 
1995）。不過也有人認為在道柏判例後，應

會增加法院對專家證人之使用率（Horowitz, 
et. al., 1998）。 

參、專家證㆟ 

從上述判例之中，可見專家證人逐漸

受到重視，尤其在一些特殊的議題中，專

家證人的專業知識或經驗會是提供相關案

件的證據來源之一。尤其我國在 92 年 9 月

1 日開始實施刑事訴訟法新制，包括全面合

議審判及交互詰問之當事人進行主義的新

制。檢察官與辯方律師對於性侵害或家暴

案件在法庭上的攻防辯論將會愈來愈普

遍，檢方與辯方將有同等的地位為其當事

人辯護。因此，專家證人也有可能會愈為

檢辯雙方所採用。 

一、專家證人 
誰誰專家誰誰誰專家證人誰  

專家證人是具有專門的知識、技術、

經驗、受過訓練或教育的人，他們能向法

官或陪審員解釋一些其可能不瞭解的、有

關辯護之重要事項（Stern,1997）。在專業領

域中的專家與在法庭中的專家是不同的，

在法庭中的專家並不是來代替法官或陪審

團去審判案件，而是以其專門的知識與經

驗協助法官或陪審團瞭解犯罪的內容

（Andrews, 1991；Stern,1997）。 
專家有可能是該領域之學有專精的學

者、具豐富經驗的臨床工作者、或者是該

領域具相當經驗的人員。Stern（1997）列

出專家的可能資歷包括：所受的教育、學

位論文、實習訓練、參加特定訓練、曾參

加相關研討會、協（學）會會員、曾獲相

關學術獎項、持有證照、從事相關研究、

發表相關論文、出版相關書籍、擔任相關

領域之諮詢顧問......等。而心理衛生的專業

人員在法庭上對兒童性侵害案件的作證，

主要在以其經驗與訓練提供：有關兒童

性侵害的大概內涵；以及遭受性侵害兒

童會有的一般特質，而非其特定行為等二

種性質之作證（Mason, 1998）。 
Mason（1991）在其研究中，統計自

1980 至 1990 年間美國之上訴法院運用專

業人員擔任專家證人的情形，發現法院幾

乎以臨床人員擔任專家證人（總計 160 人

中，專業人員佔 146 人，其他佔 14 人）居

多，其中社會工作師佔 34％，臨床心理學

家佔 31％，諮商師佔 12％，精神科醫師佔

8％，醫師佔 8％，其他人員佔 9％。從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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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料可知心理衛生工作人員在性侵害案

件中的專家作證佔有相當之重要性。在台

灣則需進一步瞭解在交互詰問制度實施之

後的專家證人運用情形，以為專業人員之

參考。 
專家的專專  

專家證人在法庭上扮演著教育者、解

述者、說明者、倡導者的角色（Horowitz, et. 
al., 1998；Stern,1997），而一個有效能的專

家證人也必須是靈活的、有見聞的、細心

的、能清楚表達的、有常識的、有警覺性

的（Stern,1997）。綜合而之，不管是在檢方

或辯方所邀請來的專家證人，最好能具有

上述的角色與特質。Stern（1997）也認為

不管是採用 Fyre Test、Daubert Test、或其

他的標準，專家必須要能展現其專業理論

的可信度，而所有類型的專家作證都需立

基於科學或其專業上的原則。 
專家的專專  

Stern（1997）認為醫療或心理衛生專

業人員在法庭上擔任專家證人通常有三個

功能，分別為： 
背景證人（Background witness）：在

提供與該案件相關的基本科學原則及（或）

現象之一般科學背景資訊，專家並不需為

該特定案件表達意見。例如：在兒童性侵

害案件中，對於兒童為何不敢揭露遭侵害

之事實，專家可能是引用科學研究來描述

兒童之所以遲遲不揭露的比例，以及運用

臨床案例之報告來說明兒童不敢揭露的原

因。 
個案證人（Case witness）：即回顧與

該案件相關的資訊，包括：臨床個案紀錄、

警方之筆錄、證人之陳述、會談之錄影、

證詞、以及其他既存的案件資料，這些資

料可充分提供專家去發展一個確實與合理

的意見。個案證人除了提供一般的資訊之

外，也提供與該案件相關的直接意見。所

以在性侵害案件中，專家證人可評估上述

資料之可信度、去發展其對兒童為何不揭

露之原因的意見。 
評估證人（Evaluating witness）：運

用背景資訊之知識、回顧個案資料、對該

案件當事人做獨立的評估。評估證人可就

其專業知識與經驗，以及其評估之結果發

展其對案件之意見。因此，在性侵害案件

中，專家可就背景資訊、既存個案資料、

專業上之評估等三方面來發展並提供其對

兒童之所不敢揭露遭受侵害原因之意見。 
從以上三項功能來看，可見其有不同

的目的，要選擇哪一種功能，應是由專家

與律師在初期約定過程中協商好的。在選

擇上是根據律師所發展的目標或意見、該

案件可使用之資料的本質、評估當事人之

困難度等三個議題來作考慮。 

二、在性侵害案件中的專家作證 
在性侵害案件中，未成年的兒童及少

年佔大多數，以各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受

理的舉報案件而言，幾乎佔 60％以上。在

筆者協助遭受性侵害的兒童、少年的諮商

過程中，也經常會面臨到正由檢察官進行

偵辦蒐證的性侵害案件，因為檢察官認為

證據不足而不予以起訴，或者是因為從當

事人的身體上找不出傷害的證據而困擾，

以致淪於兩造各說各話的境地，也因此檢

察官在起訴與否之間陷於兩難之境。因

此，在性侵害案件中的專家作證，很重要

的是要讓檢察官、法官或陪審團瞭解性侵

害的基本概念、兒童性侵害的症狀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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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其瞭解這類創傷的學理與臨床症候。 
性侵害的界定 

由於性侵害的本質是多面向的，但是

目前尚缺乏直接評估兒童性侵害的工具與

技術，因此實務工作者需熟悉兒童性侵害

的界定，包括： 性侵害的定義含暴露狂、

親吻、愛撫、性交、口交、肛交、以手指

或以異物插入性器官等；侵害者有可能

是家庭成員、熟識的成人、與陌生人；

侵害的期間有可能是持續數月、數年，頻

率可能是經常或每週不等（ Fisher, & 
Whiting, 1998）。 

在台灣則是以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

童及少年福利法中對於性侵害的定義為法

律上定義；但是學理與臨床上的定義則是

專業人員需要瞭解的。 
運用理論模式來解釋兒童性侵害的 

確實度 

目前經臨床經驗發展出被運用來解釋

兒童性侵害的創傷，大抵有以下的解釋觀

點： 
兒童性侵害症候群（Child Sexual 

Abuse Syndrome, CSAS）與兒童性侵害順

應症候群（Child Sexual Abuse Accommo-
dation Syndrome, CSAAS） 

Sgroi（1982）與 Summit（1983）提供

一種實務上觀點來看兒童性侵害此種令人

悲痛且在治療上是極為複雜的挑戰工作。

Sgroi（1982）所提出之 CSAS 將兒童性侵

害概念化為是成人運用其權威與權力去壓

迫兒童，使其在性方面順從，致其在情緒

上、發育上、認知發展上受損；此症候群

包含二十項有關兒童性侵害行為的指標

（引自 Fisher, & Whiting, 1998：163）。 
而 Summit（1983）所提出之 CSAAS

包含五個類別： 性侵害 是一種秘密；

無助感； 受誘與順應； 對於揭露性侵

害事件感到遲疑、衝突、無法置信；退

縮（Summit, 1983）。 
創傷後壓力疾患（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第四版的 PTSD 診

斷標準，亦是性侵害確實度評估之一。

PTSD 的診斷包括： 曾經直接或間接地經

歷一種創傷事件； 一再地經驗此創傷事

件； 持續逃避與此創傷有關的刺激，並

有著一般反應性的麻木； 持續有驚醒度

增加的症狀；症狀期間超過一個月；

造成臨床上的重大壓力或痛苦（孔繁鐘、

孔繁錦編譯，1998）。 
而 McLeer, Deblinger, & Atkins, Foa, & 

Ralphe（1988）及 Walker（1990）整理兒

童對於性侵害的反應在 PTSD 症狀上有：

透過重複的遊戲、噩夢或重演（如：不

適當的性遊戲）再次經歷壓力事件； 逃

避任何與該創傷有關的人事物，包括不易

專注、不願意談及該侵害事件； 驚醒度

增加，包括不易入睡、憤怒、攻擊、易分

心等（引自 Fisher, & Whiting, 1998：165）。 
創傷動力模式（The Traumagenic 

Dymanics Model） 
Finkelhor, & Browne（1985）的創傷動

力模式，協助臨床人員與研究者概念化出

性侵害對於兒童在認知與情緒能力的影

響，包括創傷的性化經驗、被背叛的感覺、

無助感的自我、被污名化的個體等四個部

分。而這也是目前在解釋性侵害創傷之最

普遍被採用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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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庭評估報告及上法庭作證 
撰寫道道評估報告 

Melton, Petrila, Poythress, & Slobogin
（1997）認為法庭評估報告有以下三個重

要功能： 
它是一個經過評估之後所做的專業

紀錄。而評估的本質及當事人專業接觸的

內容，是透過接觸的摘要、調查的方法，

以及所轉介之專業人員所提供之資料而呈

現，而在評估中之發現與限制部分也需撰

寫於報告中。 
報告能促進實務工作者將當事人的

相關資料加以組織，也能協助工作者對於

證詞作檢核及預做準備。 
可以提供非正式協商的基礎。一份

寫得完整而清晰的報告，可以滿足兩造對

報告之發現及結論產生共識，也能夠當作

非正式和解，如認罪協商或法庭外和解的

基礎。 
而在撰寫報告方面有以下四個原則： 
需根據事實來作推論。包括：轉介

來源、訪視或觀察之概要、註明相關的資

料來源、有關當事者個人的背景資料、臨

床上的發現、將前述資料整合並以邏輯或

理論的核心主題指出其臨床上與法律議題

相關之處。 
需根據所轉介的問題陳述內容。 
避免所提供的內容超出本身所具備

的專業知識與技術。 
避免使用專業術語。也就是所寫的

報告，必須讓非專業者的一般人都能看得

懂。 
而根據筆者的經驗，平常在接案、處

遇或提供諮商的過程中，專業人員所撰寫

的個案會談、諮商紀錄，即需就當事人及

其相關人員之陳述，以及專業人員的觀察

具體撰寫，勿有個人主觀的評斷或不具學

理的猜測。因為這些紀錄一方面會是在撰

寫給法庭之評估報告時的參考依據，另一

方面也有可能會被檢察官或辯方律師調

閱，若傳票一到，則需提供。因此，如何

撰寫具體詳實的個案紀錄、具專業性的評

估報告，是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中重要的

一部分，因為紀錄是真實地反映出對當事

人處遇過程的脈絡、工作人員呈現專業的

一種方式、更是對當事人的一種責信與基

本的倫理。 
而當事人是有權利可以閱讀其個案紀

錄及給法庭的評估報告。筆者也建議，在

呈給法庭評估報告之前需事先給當事人閱

讀，一方面讓其瞭解諮商師或社工師對其

所做的評估為何；另一方面當事人也可以

有機會表達其對諮商師之報告的意見，而

且有時當事人也可就一些與事實有誤之處

加以指正；更重要的是，這是專業倫理中

尊重當事人的作為。 
道道道作證道在在  

Stern（1997）認為在交互詰問過程中，

專家證人應謹守以下七個原則： 
要記得對方的律師可能跟你一樣緊

張。 
身為一位專家證人，你有相當大的

權力可以決定交互詰問如何進行。 
要非常專注地聆聽問題。 
要知道交互詰問並非是專業上的辯

論或尋求真實，事實上它是一種對辯過程

中攻擊的一部分。 
要時常想著你所被問的問題，就如

同這些問題是在你所生活的真實世界中被

問起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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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持專業。 
要保持誠實。 

四、擔任專家證人之倫理上的議題 
擔任專家證人，不可避免的仍會遇到

相關的倫理議題。包括：保密、告知後同

意、所提供的意見不可超出本身之專業經

驗，需立基於科學的事實、面對利益上的

衝突時應加以拒絕及避免、避免違背倫理

上的問題（例如：需遵守專業的倫理守則、

諮詢相關專業人員或協會的意見、發展非

正式的同儕諮詢機制等都可以是盡量避免

倫理問題的預防方式）等都需謹記於心；

專家證人的作為應符合倫理、專業、科學

上的標準（Stern, 1997）。 
在筆者的經驗中，認為有一個很重要

的部分是：在提供法庭有關當事人的評估

報告之前、上法庭作證之前都務必事先告

知當事人，甚至是檢察官或是辯方律師在

開庭之前的約談，都需告知當事人使其瞭

解並取得其同意，因為上法庭、約談等情

形都可能需要將當事人的資料提供予其知

悉，這是專業倫理中需加以注意的部分。 

肆、兒童證㆟ 

由於性侵害案件的揭露，兒童逐漸成

為在法庭中擔任目擊證人的重要來源。但

是兒童的作證能力，及其證詞的可信度，

一直是爭議的焦點。以下從美國在 16 世紀

時所發生的「賽倫女巫審判事件」談起，

以探討兒童在知覺、記憶、被暗示性、運

用偵訊輔助娃娃等之研究結果與其討論議

題。 

一、兒童作為目擊證人的考量 
美國美美的美美美美美美道美件美  

在 1692 年 6月 10日至 9月 19日之間，

美國的麻薩諸塞州的賽倫村（Salem Vil-
lage）有 20 名居民因為使用巫術的罪名而

被起訴，最後被處死。這些人被處死的證

據就是一群年紀在 5 至 16 歲之間的孩童所

講的證詞，他們聲稱看到女巫的作為，並

在看到女巫之後即昏厥、癱瘓，或吐出鐵

釘來。然而，後人從賽倫審判的紀錄中發

現，紀錄中顯示出這些孩子是受到暗示性

說辭的誘導－父母、牧師、法官勸服孩子

其確實看到行使巫術的證據。然而在 1796
年有位當時指控女巫的女孩－安˙普特南

在對牧師的告解中提及其對當年所作之證

詞的後悔及被引導的情形（引自林淑貞

譯，2001：198〜200）。也因此，一直到 1895
年，兒童仍被視為無作證能力。在 1895 年，

美國最高法院作出解釋：認為兒童不能被

視為沒有自主能力的人，兒童的作證能力

應視個別案例而定（Haugaard, Reppucci, 
Laird, & Nauful, 1991）。 

賽倫女巫審判事件是兒童被暗示性的

誘導做出的證詞，在多年之後還原其真

象，但是，兒童是否可以作為證人呢？美

國著名的鑽研認知與記憶的心理學家

Elizabeth Loftus，在其多年擔任辯方證人的

經驗中，以其對記憶的研究，發現到有不

少被誤判的案件，（林淑貞譯，2001）因此，

記憶是否可靠？兒童的記憶是否足以被採

信？這些都是兒童作為證人的爭議。 
兒童誰兒專兒兒證人的兒兒  

關於兒童記憶與兒童作證之可信度的

心理學研究有二個派別，其中一派認為兒

童很容易在暗示性問題的誘導下說出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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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不同版本，或者是乾脆採取詢問者的版

本；另一派則認為兒童不會故意謊報創痛

性的事件，孩子不會故意撒謊的。不過

Loftus 根據其多年的研究認為：並非是「撒

謊」，而是「故意」，記憶的改變通常是不

自覺的，記憶的扭曲也是漸進的過程，不

是思考之後的結果，孩童可能受到暗示而

有扭曲的記憶，成人的記憶也可能充滿矛

盾（林淑貞譯，2001）。那麼兒童的證詞是

否可以採信呢？ 

二、兒童的知覺過程與記憶 
兒童對美件的記憶及對兒童的暗示性 

已有相當多的針對兒童的知覺與記憶

的研究，不同年齡的兒童有其不同的情

形，大抵而言，8 歲之前的孩童之選擇性、

知覺力較不完整，愈年幼的孩童（七歲以

下）之注意力較不易集中、愈年幼兒童的

記 憶 之 正 確 性 較 低 （ Horowitz, et. 
al.,1998）。 

在受暗示性方面，由於兒童的記憶比

成人更為受限，也較不成熟、易受暗示

（Horowitz, et. al., 1998）。許多的兒童暗示

性研究也協助了臨床工作者對兒童受暗示

性有進一步的瞭解，並能在實務工作中予

以注意並加以克服。 
像是 Horowitz, et. al.（1998） 整理了

幾位研究者對於兒童受暗示性的研究發現

有幾個因素會影響兒童受暗示，包括：

當兒童本身的記憶模糊、問兒童問題的人

地 位 愈 高 時 （ Goodman & Helgeson, 
1988）、或問話者是成人而不是小孩時（Ceci, 
Ross & Toglis, 1987），或對事件經驗愈有壓

力時，兒童會更容易受暗示； 兒童也並

非對不同事件都有相同的受暗示程度，像

是對於人、物有較高之受暗示性，但是對

事件之受暗示性低（Dent & Stephenson, 
1979）； 若能事先向兒童預告其被問的問

題有可能是模糊的，那麼他們可以較有信

心地給予回答，則可減低受暗示性（Warren, 
Hulse-Trotter, & Tubas, 1991）。 

運用運運道運運運運兒童記憶運的  

兒兒與討論 

在性侵害案件中，對於兒童偵訊之輔

助道具包括二種：房間小模型（娃娃屋）

與偵訊輔助娃娃（sexual anatomically cor-
rect doll，簡稱 SAC doll，有性器官的娃娃）

的應用（Horowitz, et. al.,1998）。在美國有

95 ％的兒保機構均已使用 SAC doll
（Everson & Boat, 1990）。 

然而，在使用輔助娃娃時，若未有標

準化的程序，則容易遭受對兒童暗示性的

批評。像是 Bruck 等人（1995）的研究中

發現對於 3 歲兒童使用偵訊輔助娃娃會增

加錯誤的報告，其認為兒童可能會因暗示

性的問題而改變記憶，若使用偵訊輔助娃

娃則會增加其使用記憶之效應（引自

Horowitz, et. al.,1998：211）。 
O'Callaghan & D'Arcy（1989）研究運

用道具對兒童記憶的影響，讓兒童看 3 分

鐘的錄影帶之後進行訪談，第一組做自由

回憶、第二組自由回憶加上使用娃娃道

具、第三組被詢問 24 個非偏誤性的短答問

題、第四組被問短答題加上使用娃娃道

具，結果發現：在訊息上：短答問題比

自由回憶可得到更多訊息、若使用道具會

比沒用道具得到更多訊息；在準確度

上：若以短答問題詢問，則有無使用道具

並無差異、若自由回憶加上使用道具，則

會減低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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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oodman & Aman（1990）的研究中

發現並無證據顯示使用娃娃會對記憶產生

反效果。因此，若問短答問題再加上使用

娃娃，不會減低記憶之正確度。然 Bruck
等人（1995）認為年齡很重要，年齡愈小

愈容易受暗示，尤其是三歲以下的孩童，

其建議最好不要使用 SAC 娃娃（引自

Horowitz, et. al.,1998：219）。 
Skinner & Berry（1993）二位學者即指

出使用偵訊輔助娃娃有以下之問題是需要

加以質疑及注意的： 
在使用上缺乏標準化的使用（缺乏

信度）程序，不同的人使用娃娃可能會缺

乏信度。 
使用娃娃對兒童做評估時，缺乏標

準化程序。 
對於兒童的行為反應缺乏標準化的

計分。 
對於能一致性地使用 SAC 之方法上

欠缺訓練。 
非遭受侵害者與被侵害者之行為的

差異應有標準化的資料可供參考。 
許多對於偵訊輔助娃娃的研究都有其

不同的結果與看法（ Horowitz, et. al., 
1998）；而且也沒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出在評

估的過程中不應使用偵訊輔助娃娃，透過

對專業人員在訊問技巧之訓練、發展出標

準化的程序應能增進使用偵訊輔助娃娃的

效度（Lie, & Inman, 1991）。因此，最主要

的還是需要發展出標準化的操作程序，在

美國也已逐步發展出標準化以娃娃作為對

兒童偵訊的輔助工具；而在台灣，內政部

已購買輔助娃娃給各縣市政府家暴與性防

中心使用，但多只做輔助用（主要是針對

年幼兒童與弱智者）。 

三、小結 
在大部分的司法審判中，在兒童被允

許去作證之前，兒童作證的能力必須被建

構好（Horowitz, et. al., 1998）。而從以上的

探討，筆者認為或許經由標準化的詢問、

標準化操作偵訊輔助娃娃的程序，那麼兒

童是可以做出可信的證詞。而發展標準化

的會談及詢問步驟、具科學的、可評量的

操作流程，那麼對於兒童作為證人的信效

度上會有更多的助益。 

伍、對㈳會工作專業的啟示 

隨著社會的變遷與進步，近十年來諸

多福利法案的通過與實施，在在都給予社

會工作專業相當的挑戰。社會工作如何在

這過程中隨著進步、增進專業才能，以給

予當事人同步的品質服務，這依然是作為

一位專業工作者不斷要思考精進的議題。

就上述兒童性侵害議題之討論，提出幾個

對社會工作專業的啟示。 

一、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是否足以勝

任？ 
社社社作社社與社社道社社  

對於性侵害、家庭暴力、兒童虐待這

類保護的案件而言，社會工作的專業訓練

其實需要更講求品質與效率。除了傳統社

工教育中所教授的個案工作、個案管理、

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社會行政等等，教

導社工系畢業的學生要成為服務的提供

者、支持者、行政者、溝通協調者、資源

媒介者、倡導者……之外，在這類保護性

的案例中，其實社會工作人員要做的可能

不止如此。 
目前社會工作教育以大學為基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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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社工師法中的證照考試資格，也是以

大學社工相關科系，或是非相關科系但修

過社工相關 20 個學分即可報考，專業證照

考試的資格似乎過於寬鬆。在美國對於精

神科、心理師、社工師是以至少碩士學位

以上的資格，臨床心理學家則必須是博士

學位。而台灣目前之醫師的訓練是醫學系

七年（含見習及一年實習）或學士後醫學

系數年的學習、心理師的訓練是心理或諮

商輔導研究所七年（含學士四年、碩士二

年、碩士後全年駐地實習 1 年，總計至少 7
年）的學習。然而，同是從事專業工作的

社工師，卻只要修畢 20 個相關學分即具資

格，如此的條件顯然過於寬鬆，也會令一

般大眾質疑社工的專業性。尤其是剛從大

學畢業的學生是否得以勝任這些具危機、

緊急、且複雜的個案處遇呢？對於社工師

的培育顯然應該有嚴謹的學經歷訓練。 
提提提道的專提評估報告及提案提提的

撰寫專運 

如前述之評估報告及個案紀錄之撰寫

的重要性，目前對於社工科系學生的教

育，在這方面是否有紮實、嚴謹的訓練？

還是在學生畢業從事社會工作之後，才開

始從錯誤中學習？筆者之實務經驗中，閱

讀過許多不同案型及格式的紀錄，也發現

專業品質參差不齊，這是要正視的問題。

當我們所處理的許多個案均涉及法律、倫

理的議題時，文書的紀錄通常是最主要、

也是最重要的參考資料。因此，如何撰寫

具專業性的個案紀錄及評估報告，實為社

工教育中重要的一部分，這不只是學理上

的說明及教授而已，更需要的是實務的操

作，以及對專業紀錄重視的精神。 

與與與專提的與與與與與與作專運與  

運及專提自信的呈現 

社會工作教育所培養出來的學生是否

具有專業自信、自我自信及專業能力得以

與其他的醫療、司法、警政等專業人員溝

通協調與合作呢？能站在當事人的權益上

與其他專業溝通、教育或倡導有關社會福

利的理念，讓專業之間可以有更良性的互

動與溝通，讓其他專業能肯定社會工作的

能力，這是培訓社工專業人力過程中需要

思考的問題。 
筆者多年的實務經驗中，深感培養社

會工作的專業自信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

若無自信，那麼是難以與其他更強勢的醫

療或司法專業進行平等與互相尊重的對

話。 

二、加強法律社會工作的教育 
許多的保護案件都需要社會工作的處

遇，這些案件多與法律有關，社工教育中

除了社會政策與立法之外，實應加強相關

民法、刑法、以及與法院、司法、警政相

關的協調與溝通知識，甚至是將相關的案

例整理作為教材。像是在美國已有社會工

作學家將社會工作、社會福利有關之案例

整 理 作 為 實 務 工 作 之 參 考 （ Pollack, 
2003），包括對於性侵害、身體虐待、疏忽

遺棄、收出養、寄養家庭、監護權、婚姻

暴力、老人保護等案例與判例之整理，以

作為社工教育與實務訓練之教材。 

三、建立國內有關性侵害案件之判例 
美國在各類案件上已累積相關的判

例，以作為各州法院之參考。然而，國內

在這方面仍未有相關資料作為參考，在台

灣各法院對於性侵害案件的審判仍多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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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心證為主。若能從判例中建立出參考

的準則，而非只是法官的心證，那麼對於

當事人的權益保障應能更為妥切，而判例

的建立與整理實為司法界與社福界可以發

展的方向。 

陸、結論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自 1997年立法實施

之後，於 2001 年 1 月 1 日改為非告訴乃論，

在實施之後至今已近六年的時間，而非告

訴乃論也已實施二年半。被起訴的案件佔

所有舉發案件之比率有多少？而被定罪的

案件又有多少？這是身為專業的助人工作

需要加以關注，且必須審視自己的專業在

這類隱私性的傷害事件中，對於很有可能

是受害人、且亟待協助的當事人而言，我

們可以提供如何的協助？忠於自己的專

業，提供當事人最適切的服務、為當事人

的福祉與權益著想，然而，要怎麼做呢？

尤其在這類保護的案例中，通常必須與司

法有相當的互動，如何將社工專業與司法

做良性的溝通，並能提供具有科學性的專

業意見給予參考，就成了相當重要的課題。 
專業勢必要立基於科學，當我們在為

當事人爭取權益、作最佳利益考量時，除

了助人的熱誠、同理心、專業知識與技術

之外；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實務

工作者或是學術研究者，都要在具有科學

哲學的基礎下去實踐社會工作專業。否

則，社會工作也只不過是比志工多一些知

識與技巧的助人者而已。 
（本文作者：陳慧美兒高雄師範大學諮商

與運導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暨高雄市兒童

青少年與家道諮商中心諮商師；林明傑現

任中正大學犯罪防治學系暨研究所運理社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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